本檔案未經整理
生死的抉擇——論安樂死的倫理                                            廖湧祥

壹、引言
本文所要探討的是有關「死」的倫理。「死」之所以成為一種須要研究的倫理問題，是因為人類知道自己會死，而且也知道如何結束自己或他人的生命。人可以預定自己的死，或者被動的等待死亡的來臨。人可以不隨意（偶然）而死，也可以隨意而死。不僅如此，某些人可以決定另外一些人的死——只要前者有權判斷或決定某些價值比後者的生命更重要。然而，人類的傳統大多傾向於殺死他人的行為合理化，而較不易把自殺的行為合理化。在道德上，自殺總是比權威者的屠殺行為令人厭惡。在絕大多數的文化、社會或國家中，戰爭或死刑的法律總是輕而易舉被人接受，而安樂死的合法化却一直難以成立。
安樂死的問題之所以引起爭論，其主要原因是由於現代醫學的成就。醫學的發達雖給人類減少病痛、延長壽命，却也在倫理方面帶來了複雜的問題：所有能夠藉醫學解決的問題是否都可以放手去做？

現代醫學雖可使許多過去被視為絕症的病得到醫治。然而，醫學的成就却仍無法使人類免於一切的病痛。而且仍有不少疾病僅能得到部分的治療。在這種情況下的病人雖然逃過了死亡，却往往不能避免殘廢的命運；甚至有人因此臥床終生，引起「求生不得，求死無門」的尷尬情況。
而這種尷尬情況之所以產生，除了拜醫學進步之賜以外，也是由於倫理學者和立法者對安樂死問題一直無法做出明確結論的結論。
本文的寫作目的不是要解決此一懸宕未決的問題，而只是從基督教倫理的諸觀點提出進一步討論的方向。本文的方法是從教會的教訓以及一些主要的倫理學者的理論中，歸納出安樂死倫理的正反意見，然後提出筆者自己的了解。這個了解並非「定見」；它只能用來拋磚引玉，盼能激起更多教會人士正視並進一步的討論。
貳、安樂死；醫學成就的產物？

現代醫學最明顯的貢獻和成就可說是人類生命的延長。許多過去無法醫治的疾病已可以醫治，今天人類無法全面對付的疾病大概只剩心臟病、癌症和所謂的AIDS了。假若醫學的進一步成就可以控制這三大疾病，那麼致使人類死亡的因素至少有一半可以得到控制。那時候醫學若能夠再克服人類的衰老，則人類死亡的原因大概只剩下二個：意外和故意1.。
試想，設若人類真的能夠克服衰老而把生命無限延長，那時人類對生死的道德觀念將會有什麼樣的變化？有關生命的意義和品質問題會不會得到較多的關心？更由於資源和生存空間的有限，長壽的人類必會意識到死亡的必要，也可能會制定一種道德規範來對付意志死亡或選擇死亡的問題。
過去，肺炎一直被視為一種「老年人的朋友」。因為肺炎可以使病痛中的老人加速走向死亡之路，而減輕他的痛苦。事實上，老年人的朋友應該是「死」，肺炎只不過是死亡的媒介。今天的醫學雖可以控制肺炎，却延長了老人死亡的過程以及忍受病痛的時間。因為醫學不能分辨好的死和不好的死。醫學的目的通常是在盡一切力量增進人類的健康、延長生命。所以，對醫學界來說，死亡乃是一種必須克服的敵人。然而，死亡真是人類必須克服的敵人嗎？對一個罹患絕症而長期受煎熬的病人，或者一個極其衰老的「人瑞」，死亡可能不是他們的敵人，反而是他們的朋友。
讓我們以幾個實例來說明醫學的這種負面貢獻：
「一個癌症病人已經到了最後十分痛苦的階段。他的身體逐漸對所有藥物產生免疫作用，即使增加止痛劑的服用，亦僅能稍微紓解痛苦而已。主治醫師當然知道病人的死期不遠。但因病人還有一個不錯的心臟功能，他的病和痛苦可能會持續幾個禮拜。醫生知道只有一個方法可以結束病人的痛苦：切掉靜脈注射，病人便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斷氣。然而，鑑於道德的因素和法律的規定，他不敢這麼做。」
「另有一個糖尿病患者因長期服用胰島素，而引發了一種極端痛苦的癌症。若繼續服用胰島素，該病人仍可以在痛苦中活上好幾個月。但苦停止服用，他便可能立卽陷入昏迷狀態，並可以很快而沒有痛苦地死去。因不忍看到病人在痛苦中掙扎，他的家人乃決定不讓他繼績用藥。幾天之後，病人便在安詳中死去。」

在這個例子中，糖尿病就是這個人的朋友。而這個例子也引發了一個相關的問題：一個罹患類似癌症而在生死邊緣掙扎的病人，他若沒有糖尿病之類的朋友來加速他病情的惡化，他是否必須依賴藥物和醫生的努力來延續「痛苦難忍」的生命（此處的痛苦可能包括病人本身和他家屬們的痛苦）？
「一九七一年秋，在美國Johns Hopkins大學苦院有一婦女生下一個患有蒙古症的嬰孩。該嬰孩的口部有缺陷，必須立卽施行手術才可存活。但嬰孩的父母拒絕簽署手術同意書。當地法院命令醫院仍須全力救治那嬰孩，並給他餵食（但不能經過口腔餵食）。十五天之後，那嬰孩死了。在這十五天之內，醫院的員工必須觀護那嬰孩，直到他在掙扎中死去。」
這個事件在當時曾引起了許多道德上和法律上的爭論：法律是否可以准許嬰兒的父母把孩子帶回家，讓嬰孩加速死亡（這是他們的選擇）？法官是否應該解除這對夫妻的監護權，推翻他們的決定，而把嬰孩交給醫院，強制施行手術？假若嬰孩的死對他本人是一種慈悲，那末是否可以讓他服用嗎啡之類的藥物來加速死亡？這種讓嬰孩加速死亡的作法是否可稱為「不道德的殺人行為」？
以上這些實例都告訴我們一個事實：醫學的進步雖可使一些過去無法救活的病得到醫治，但是醫學不只仍然無法醫治所有的病痛，反而給人類帶來了困擾的道德問題。我們可否任那些沒有生存希望的病人死去？或者必須盡最大的努力來救他們的生命，卽使他們必須活在痛苦中？醫生可否採取「積極」的方法來加速死亡的過程，讓病人減輕痛苦？

醫學的另一個驚人的力量在於它可維繫一個植物人的生命。一個腦部受到傷害而成為所謂「植物人」的病人，在醫學發達的今天仍可藉醫生的醫術而存活相當長的時間。然而這種醫學的力量給我們帶來的困擾是：勉强維繫一個植物人的生命，其意義或價值何在？通常腦部受到傷害的植物人都可無限期的生存下去。卽使病人的呼吸功能和攝食的能力已經喪失，仍可藉人工呼吸或靜脈注射的方法來維生。此種情況所衍生的倫理問題是：僅僅肉體的存活或植物似的生命是否仍可稱為「神聖的」生命？沒有活力、人格、尊嚴……等具有潛力的生命，是否值得繼續維繫？
某英國律師Mary Barrington說：「有計劃、有目的的死，比無目的的等待死的來臨更可忍受。一個卽將結束生命的病人若能計劃他的死，來把他的器官捐贈給一個年輕人，他可能會感覺他把自己的死轉變成一種創造性的行動，而不是被動地等待末日的來到。他也可能覺得自己的生命仍然在別人身上延續著。2.

無論安樂死是不是現代醫學的產物，我們仍可以說，醫學越來越發達，人類也越來越有必要制定一種道德或法律來規範意志死亡的問題。因為人類已經知道他們可以不必屈服於自然的力量或讓自然支配他們的生死；他們也意識到選擇死亡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参、安樂死問題的爭論
有關生死的問題（如墮胎、安樂死、自殺等）傳統基督教倫理的主要原則是：無辜的人類生命具有絕對的不可侵犯性（absolute inviolability）；直接殺害無辜的人是絕對不道德、不許可的行為。我們可以殺死無理的侵犯者（如在戰爭中的敵人，或在自衛的情況中），也可以把罪惡重大的刑犯處以死刑（這也是保護社會無辜生命的一種自衞行為）；但是對一個無辜者，我們絕對不可以在沒有理由的情況下「直接」結束他的生命。換言之，侵犯者的生命可以取去，而無辜者的生命則永遠是神聖、不可直接加以破壞的。
傳統的這個原則表面上看來像似很單純，事實上却蘊藏了不少問題。這個原則不只很難應用到實際的情況中，而且也在基督教倫理學者中引起了許多爭論。以下我們就要來探討這些爭論的內容。
（一）天主教的教訓
天主教的教訓之所以值得我們特別注意，乃因傳統上天主教對醫學倫理一直採取很强烈的保守主義。我們可以說，天主教會對生死問題的態度有如門諾會和貴格會對戰爭和暴力問題所採的態度一樣保守。
一般說來，在「不可直接殺害無辜者的生命」這個原則中，天主教會以及天主教神學界所最强調的乃是其中的「直接」二個字。不只是教皇和大公會議，就是倫理學者的爭論，也都以這二個字為根據，來說明或辯護他們對生命問題的意見和立場。例如，Pius XI曾說：「我們如何能夠找出一個充分的理由來原諒直接殺害無辜者的行為？」3. Pius XII除了譴責「故意或直接殺害無辜者的生命」的作法，並且主張「母親和胎兒的生命都不可以遭受直接的侵犯。」4.如此，當一個孕婦遭遇難產之痛時，若醫療技術無法兼顧母親和胎兒的生命，只能保全其中一人的生命時，則殺死胎兒以保全母親的作法是不能允許的。卽使在不犧生胎兒的情況下，二人的生命都會受到威脅，也不可以採取「直接」的行動來破壞母親或嬰兒無辜的生命。很顯然地，在這個原則之下，不只墮胎和自殺行為是絕對錯誤，而且任何直接方式的安樂死也都是不道德了。只有當孕婦的生殖系統有嚴重的病（如子宮腫瘤）足以危害她本人和胎兒的生命時，才可以讓她墮胎並施行子宮切除手術。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墮胎不是「直接」的殺害行為，治病手術才是主要目的；墮胎只不過是附帶的「間接」行為，所以是情有可原的。同樣的道理，在談到安樂死的問題時，Pius XII也認為：採取行動來為絕症患者紓解痛苦，卽使這種行動足以加速病人的死亡過程，在道德上也是可以的。因為在這個情況中所採取的行動的直接目的是在減輕痛苦，死亡過程的加速只是附帶引起的結果，並非直接的目的或動機。5.具體言之，醫生可以讓病人服用嗎啡或其他止痛藥，不必考慮此舉會使病人早死——只要他的用意是在解除病人的痛苦，而不是想讓病人早死。
天主教的這個原則主要是根據阿奎那的自然律倫理：善要追求，惡要避免。這個倫理的根本要求是要人維護生命和健康。然而，這只是阿奎那的大原則。當他把這個原則應用到實際的情況時，他不會採用絕對的義務論（deontology），他仍容許解釋和討論。
一九八Ｏ年六月二十六日教廷的教義部曾發表了一篇有關安樂死的宣言（Declaration on Euthanasia）。該篇宣言的立場就是根據阿奎那的這個原則。宣言的開始再次肯定了第二次梵蒂岡大會對人類生命的權利和價值以及尊嚴的强調，而譴責了所有侵害生命的行為：「如任何方式的謀殺、集體屠殺、墮胎、安樂死、有意的自殺等。」然後再對生命的價值做了詮釋；因為「生命是萬善之本，也是人類社會所有活動的必要根源和條件……所以生命不只是神聖而不可破壞的，而且也是上帝愛的賜與……」因此「（1）任何對無辜者生命的企圖都是違反了上帝對那人的愛，侵犯了根本的人權，並犯了最嚴重的罪；（2）人人的生命都要配合上帝的計劃……（3）所以任何有意的自殺行為都跟謀殺罪一樣，也是拒絕上帝的主權和愛的計劃的表現。」這種對生命的嚴格態度在應用到安樂死的問題時所强調的重點仍是「禁止一切殺害無辜生命（包括胎兒、嬰孩、成人、老人、患有絕症的病人，將死的人）的行為」；卽使出於自願的安樂死也不可以。不只因為安樂死的作法破壞了生命的神聖性，也是因為絕症病人所受的痛苦具有正面的意義和價值：「根據教會的教訓，苦難（特別是將死的人所面臨的苦難）在上帝救贖的計劃中具有一種特殊的地位。事實上，它是在參與基督的受難以及祂順服上帝的旨意所忍受的救贖的犧牲……。」
然而，這些都只是梵蒂岡對安樂死問題所採取的大原則。當這篇宣言談到止痛劑的使用時，隨卽對這個原則做了因應「時代徵兆」（signs of the times）的解釋——不只不堅持苦難的必要性，而且容許止痛劑的使用：「以英雄氣概來忍受苦難並不一定是明智的。相反地，基督徒對大多數病人的明智建議應該是止痛藥物的使用，卽使這些藥物可能引起半失聰或半昏迷（不清醒）的附帶結果。至於那些陷在昏迷狀態而不醒人事的病人，我們可以假定他們希望服用這種止痛藥，而依照醫生的建議讓他們服用。」這種說法的根據是：止痛劑的使用並不是故意要引起死亡。卽使我們明知使用止痛劑可能加速死亡的來臨，也可以「冒險」使用，因為「我們的用意只是想有效地紓解痛苦。」唯一必須顧慮的是：止痛劑若會引起病人失去知覺和意識，就得限制使用，因為意識是人的尊嚴，而且人「必須以完全清醒的意識去跟基督見面。」此外，這個宣言也提到：當醫療過程對病人已經失去作用，不論醫療繼續與否，病人隨時都可能斷氣時，就可以根據良心停止所有只能讓病人苟延殘喘的醫療行為，但正常的照顧仍應繼續。
簡言之，梵蒂岡的教訓在原則上反對所有形式的安樂死，因為安樂死的現代意義帶有一種「慈悲的殺人」（Mercy Killing）行為，是一種對生命的「直接」破壞。但安樂死的最初意義所强調的不是對生命的直接破壞。Euthanasia一字的原意是指「快樂，沒有痛苦的死」（an easy death without severe suffering），它所針對的是「死」，而不是「生」。這種針對減輕痛苦的死才是天主教所可以接受的安樂死。
（二）Peter Knauer——相稱的理由
德國神學家Peter Knauer以倫理學的理論聞名於天主教的學術界。他是最早對「直接」和「間接」觀念提出創新而激進之解釋的天主教學者。他並不反對傳統的原則，卽無辜者的生命不可以「直接」殺害。但是他把「直接」的觀念重新做了詮釋：
「一種邪惡的結果可以不算『直接』或『故意』引起的，只要引起的動機具有一種『相稱的理由』（Commensurate Reason）。」6.

換言之，只要我們找到「相稱的理由」就可以「直接」結束某人的生命。這個被Knauer做了修改之後的「直接」之意義，已跟傳統的原則有了不少的出入。Knauer的意思是說：假若沒有「相稱的理由」，任何侵害無辜者生命的行為就是錯的。而傳統的原則却是說，這種「相稱的理由」是無法找到的。所以Knauer雖然採用傳統的說法，却放棄了傳統的原則。他以比較清楚的說法說：
「我認為道德的惡（moral evil）無非就是容許或引起一種不能以『相稱的理由』來支持或合理化的『生理的惡』（physical evil，意卽『表面的邪惡』）。」7.

「我們到底是不是違背誡命（亦卽，某一種行為到底算不算謀投、欺騙、或盜窃）端賴於引起那個行為的全部原因是否『相稱』。」8.

因此，某人若砍斷你的腿，他的行為本身只是一種「生理（表面）的惡」。但這種行為算不算「道德的惡」，就要看它有沒有「相稱的理由」。假若你的腿因癌症的侵襲而壞疽，那麼為了免於你的生命受威脅而由一個外科醫生切掉它，在道德上就不算是一種惡。所以，此處所謂「相稱的理由」就是那個「壞疽」的存在，也就是你的生命的保全。任何醫生以外的人砍掉你的腿，或者醫生只為實習的緣故來砍掉你的腿（亦卽任何非出於保全你的生命的目的而砍你的腿的行為），都不能具有「相稱的理由」，所以是不道德的。
我們若把Knauer的理論應用到安樂死或墮胎的問題上，理應可以得到如下的結論，除非有「相稱的理由」，任何結束無辜者生命的行為（例如墮胎或讓一個患有絕症而遭受極端痛苦，且一心想求死的病人加速死亡）都是錯的，也是不道德的。相反地，上述的行為若具有「相稱的理由」，就是對的，就不算不道德的。
所以，從理論上來說，Knauer的理論應該可以容許安樂死、墮胎、或自殺的行為，只要我們可以找出「相稱的理由」來支持這些行為；因為「相稱的理由」是Knauer的倫理之關鍵。
然而，Knauer却不同意這種結論。他又主張：某種行為所引起的一切「長程的結果」（long-term effects）也必須加以考慮。換言之，在未了解所有的長程結果之前，我們不可以隨意找出相稱的理由來支持某一行為的正當性。因此，Knauer的說法好像僅能止於理論，因當他談到具體的實例時，他規避了困難的回答。
儘管如此，Knauer的理論在天主教學術界仍具有重要的地位。他打破了過去「絕對主義」的傳統，而讓天主教的道德原則更有轉圜和討論的空間。他以為生命的破壞不論是直接或間接的，都不是重要的問題。比較重要的是有沒有「相稱的理由」。在應用他的理論時，雖然未必人人都可得到同樣的結論和答案（因為對「相稱的理由」的看法和解釋，可因人、因事、因情況而異），但是至少他把傳統的原則帶入學術界的討論。這不可說不是一種突破和貢獻。
（三）Richard McCormick——適當的理由
McCormick是所謂天主教革新派倫理學者（Catholic Revisionist）中極受敬重的大師。他在討論生命的倫理問題時，也把重點放在「直接」和「間接」的分際。他以為心理上的直接或間接的觀念在倫理學中雖然重要，但這種觀念在決定一種行為的對或錯時，並不完全具有決定性的地位。比這種觀念重要的是行為的「適當理由」（Proportionate Reason）。9.

例如，通常我們所說的：在戰爭中直接殺害無辜平民的行為是一種惡（evil in se）。依傳統的說法，這話的意思是說：此種直接殺害無辜者的行為「絕對」是一種道德的惡——不論其環境和結果如何。然而，McCormick却說：「這個原則要在實際上具有絕對性，必須要能先預知結果（foreseen consequences）。」10.也就是說，我們所不希望產生的結果，必須大大多於任何因直接殺害無辜者所引起的短程利益。換言之，某種行為所引起的害處和所能得到的好處之間，若不成比例（害處多於好處），則以長遠的觀點來看，這種行為會引起更多生命受威脅。此乃戰爭中的平民之所以絕對不可被侵犯（而且絕不可有例外）的原因。
McCormick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觀念。當他把他的原則應用到安樂死的問題上時，他的結論是說：安樂死是絕對錯誤的，就如在戰爭中殺害無辜的平民是絕對錯誤一樣。因為從任何可預見的結果來看，安樂死所帶來的長程害處不可能多於益處，二者不能相稱，然而，儘管他的結論是這樣，他的理論所蘊藏的意義却是另一回事。他主張：所有引起生理之惡（physical evil，也是一種non-moral evil）的行為（如殺人行為）不一定全是不道德的，只要這些行為具有真正「適當的原因」來加以合理化，就可算為合乎道德。這個理由必須要能兼顧短程的結果和可預見的長遠影響。
McCormick的說法顯然跟Knauer的Commensurate reason的理論相似。所不同的是，McCormick比較强調行為的「結果」。雖然他也找不到足夠的適當理由來把安樂死合理化，但是他的理論也有可能被解釋成支持安樂死的想法。因為根據他的理論，當我們在判斷有沒有適當的理由來結束一個罹患絕症而痛苦中掙扎的病人的生命時，我們所面對的問題不是已經沒有討論的餘地，而是一個可以繼續研究和討論的問題。換言之，我們所必須討論的問題只剩下他所謂的「適當的理由」。而對適當理由約看法可能因人和情況而異。我認為適當的理由，在別人看來可能是危險而不值得一提的。就如他自己所說：「在某些矛盾的情況中，要判斷一種適當的理由，不只是一種很嚴肅而重要的決定，也是一種極困難的決定。」11.所以他把所撰寫的書定名為「道德抉擇的兩可性」（Ambiguity In Moral Choice）。
（四）Daniel Maguire——天主教的激進派
至此，我們所提出的天主教教會和學術界對安樂死問題所持的態度都是屬於保守的一方面。他們頂多可以接受「消極」的安樂死，但是對「積極」的安樂死則都採保留的態度。曾在華盛頓天主教大學任教的Daniel C. Maguire是少數超出這種保守圈子的天主教倫理學者之一。
多數的倫理學者都可以接受消極、被動或間接的安樂死。意思是說：讓病人的病去決定病人的命運；不為他提供任何延長生命的非常方法，也不去醫治他。也就是對病人採取「不作為」（omission）的處理方法，頂多讓病人服用止痛藥，以減輕痛苦。但任何可能加速死亡的方法都不可使用。讓病人自然死去。這也是一般醫生對絕症患者所採行的方法。這種方法比較容易逃避道德的責任。
Maguire認為這種逃避責任的作法是一種不道德的態度。他主張：與其讓病人苟延殘喘，不如採取方法來加速死亡的過程，讓病人早日解脫。此乃所謂的「作為」（commission）的處理法。雖然在心理上、法律上或社會的影響上，omission和commission可能有所不同，但從道德上來說，Maguire則以為二者沒有什麼差別。二者的目的和動機都是要讓病人安祥的死去。因為決定不維繫病人的生命，以及決定結束病人的生命，這二種決定在道德上不都是故意的決定嗎？12. Maguire也以一個實例來說明「作為」與「不作為」之不可區分的事實：幾年前在德國曾經發生一個家庭悲劇。一對夫婦因事爭吵，丈夫憤怒異常，在忍無可忍之下，當著妻子的面前上吊自殺。妻子目睹丈夫的死亡經過，旣未協助，也末加阻止。雖然她只是在旁觀看，並沒有動手殺死丈夫，或參與丈夫上吊的過程，但是法庭仍然判她有罪；因為她可以阻止而未阻止。她的「不作為」行為也構成了犯罪的要素。也就是她的「不作為」實際上跟「作為」的結果一樣。13.

再者，當你發現一個歹徒正在強暴一個婦女，却不上前制止，你的「不作為」在道德上可否算為清白、正當？當一個日本武士切腹自殺時，那位砍下他的頭的人的行為（Commission）在道德上是否比靜觀武士自己死亡（Omission）更人道？同樣的道理，當一個垂死的病人在痛苦中做最後掙扎時，醫生給他注射了一劑致死的止痛針（這是Commission的作法）。他的作法是否比「不作為」（Omission），讓病人自然死去，更道德、更合乎人道？
在方法上，Maguire也捨傳統的「直接——間接」原則，而採用McCormick的「適當理由」（Proportionate reason）的理論。因為前者只强調「意志」對行為的重要性，而忽略了情況的重要性，容易陷於絕對主義的危險中。然而，「適當的理由」如何判定？如何計算才知道它多於「生理（非道德）的惡」？
此事可以戰爭為例來說明。大家都公認當年美國的獨立戰爭（孫中山先生推翻滿清的革命亦然）是有其必要，而且是合乎道德的。因為它給美國人的生活帶來實質上的改善。這種改善足以補償戰爭所引起的惡；至少跟戰爭中所犧牲的生命和財物「相當」。換言之，美國人民的自由和獨立的權利（此乃所謂「適當的理由」）比那些在戰爭中犧牲的人的生命（此乃所謂「生理的惡」或「非道德的惡」）更重要。
據說，數年前中國大陸發生唐山大地震之後，有不少人趁火打刼，大肆搶奪受災者的財物。中共當局曾採取就地正法的措施來防止這類搶刼事件的繼續發生。從倫理上來看，這種措施是否恰當，曾引起不少爭論。贊成者主張受害者的權益以及社會的安定比那些趁火打刼的人的生命重要。反對者却以為，那些搶奪者的生命比他們所搶的物品更貴重。雖然我們有正當的理由來防止搶刼的繼續發生，但我們找不到「適當的理由」來殺害搶刼的人，因為還有其他方法可以防止。就地正法並非唯一可行的方法。
同樣地，當我們決定讓一個昏迷不醒的植物人提早結束生命，我們的理由可以是：病人的死只是一種生理或非道德的惡（Physical or non-moral evil），足以平衡這種惡的「適當理由」有許多。諸如：勉强維繫這個植物人的生命，不只對他本人沒有好處（只有痛苦），也使他的生命變得無意義，而且連累他的家人，在精神上和經濟上構成難以承受的負擔……。
又有一個罹患絕症的病人，雖仍有清醒的意識，醫生却找不出方法可以減輕他那難以忍受的痛苦。他若想採取積極的方法來結束自己的生命，他所能找到的「適當理由」是甚麼？他必須考慮的是：如果他繼續支撐下去，他的生命價值是否比早些死所帶來的價值更高？早日結束生命是否比靜待痛苦的死亡更有價值？他能否繼續忍受肉體上和精神上的痛苦？當然他必須考慮的問題還有很多，而且可能因人而異。
在上述的例子中都有一個相同的過程：價值的計算和比較。在一個衝突的情況中，假若不論你採取何種行動，都會失去某些善，而引起某些惡，這種計算和比較就成為必要的步驟。此種理論看來很像功利主義或情況倫理，但是Maguire却不承認，也不辯解。他主張「相稱的理由」的判定和計算完全依據個人和實際的情況來考量。卽使決定已經做出，也仍有改變和修正的可能。而且同樣的一種情況，由不同的人來判斷，可能產生不同的結果和決定。所以在考量「相稱的理由」時，應以謹慎、仔細和客觀的態度，找尋所有可能影響決定的因素，包括道德原則、團體經驗和意見、當事者的心境和感受……。
（五）Paul Ramsey——原則和例外
Paul Ramsey是現代新教倫理學者中，極具影響力的人物。素以保守的立場而聞名。在談到安樂死的問題時，Ramsey的原則是：全力照顧將死的人。絕不可以我們所能付出的愛和能力受限制為理由，來加速病人死亡的過程。站在基督教倫理的立場，他主張不可以忽略照顧病人的責任，也不可以視其他活著的人的需要和能力為優先考慮的因素。14.

然而，Ramsey承認：照顧病人仍須有二個必須考慮的條件。換言之，他准許二種例外：
例外一、「我們可以說：不可於棄照顧將死的病人，除非病人已經完全病入膏肓，我們的照顧已無濟於事（when they are irretrievably inaccessible to human care）。不可加速死亡的過程，除非在靜脈內注入空氣或是切斷營養補給（以達成病人的死亡）對病人來說都是一樣的。」15.

這個例外的成立端賴於病人的生理狀況已經真正超出我們所能關心和照顧的範圍。假若某病人一直處於昏睡狀態，而無任何意識或感覺，只能靠針筒點滴維持生命；而且卽使切掉這樣的營養補給他也沒有感覺。Ramsey以為，在這種狀況下的病人，無論我們採取什麼行動來讓他死亡，對他來說都是無關痛癢的。這個例外並不是在逃避責任或愛心，只是在承認一個事實：我們的關心和愛心對這個無法照顧的病人，已經失去意義了。然而，Ramsey也主張，這種情況的判斷只能屬於醫生的工作範圍。倫理學家頂多只能根據醫生的判斷才可決定安樂死的道德。
Ramsey的這種說法並不表示他就是贊成「積極」安樂死的。事實上，他所擬定的情況，不只一般人無法看出來，可能連醫生也難以判斷。McCormick對這個例外的批評是：「醫生可以根據甚麼來做這種判斷？豈不是要靠猜測？實際上，醫生對病人是否失去意識或是否超出我們關心的範圍，跟我們所知道的可能不相上下。」16.德國神學家Helmut Thielicke懷疑病人沒有意識或感覺的說法。他以為在昏迷狀態下的病人仍有一種「跟一般常人不同的意識或感覺。」17.所以Ramsey的說法可說只有那些曾經經歷昏迷而死，然後復活的病人，才有可能獲得證實。
Ramsey雖以保守的倫理學者聞名，他對安樂死所持的立場也未必很開放。但他的說法已經比大部分國家的法律先進多了。因為今天大部分國家（包括美國）的法律都還不容許以靜脈注入空氣的方法來結束病人的生命——不論病人已經多麼沒有存活的指望。
例外二、對一個將死的人「不可採取積極（主動）的行為來遺棄他，或加速他的死亡，除非病人的死亡過程必須拖延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而且在這段時間內，病人極端的痛苦不可能藉醫藥來緩和。」18.

Ramsey也特別提醒我們：這種情況不是倫理學者可以判斷的。又由於現代醫學的發達，大多數的病痛都可以減到最低程度，所以這個例外的成立可能很難。但是，假設有一個軍人在執行勤務時，在叢林內受了重傷，卽不能跟同伴同行，同伴們也無法抬著他走。他只得被遺棄在叢林內任由野獸或昆蟲侵襲而死。在這種情況中，Ramsey就准許以積極方法結束那軍人的生命，或留一隻槍給他，並警告他：無論發生何種情況，總要記得把最後一顆子彈留給自己用。19.

如此，一個罹患絕症且正忍受著醫藥不能控制的痛苦煎熬的病人，也可以採取行動來加速自己的死亡。這個病人就有如第一個例外中所說的病人一樣，已經超出我們的照顧和愛心所能及的範圍。套用Ramsey的話：「在這些情況中，雖然死亡是直接引起或加速達成的，但是從道德上來說，採取行動的人應該可以免於被譴責。」20.這裡，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出Ramsey所在談的安樂死是一種「直接的殺害行為」（direct killing），也就是一般所謂的「積極的安樂死」（active euthanasia or euthanasia by commission）。
一個我們必須考慮的實際問題是：那些不願住進醫院，不願在缺乏人情味的環境接受治療的病人，或者那些沒有經濟能力住進醫院，而寧願在家裡死亡的病人，是否可算為Ramsey所說的第二個例外？在這些病人死亡過程中，都可能發生一種極端而不能控制的肉體痛苦。卽然Ramsey所關心的問題比較偏重於病人的感覺和權益，而較不在於疾病或醫療技術。在這種情況下，關心將死的病人是否須要尊重病人的權利，或考慮以積極的方法來提早病人的死亡？
Ramsey所提出的這個例外可說打破了傳統的絕對主義。他的說法讓其他倫理學者更敢於面對和討論積極安樂死的問題。

（六）Joseph Fletcher——場合倫理的態度
聽到Joseph Fletcher，我們都會聯想到場合倫理（Situation Ethics），也可以想像他對安樂死所持的態度必然十分激進。事實上，他對此問題並沒有做過系統的研究，只不過發表了一些文章駁斥保守主義的立場。21.

Fletcher主張被動的安樂死（euthanasia by omission）和積極的安樂死（euthanasia by commission）二者之間並沒有什麼差別，因為對將死的病人「不做」任何行為，實際上就是等於決定對病人「做」某種處置。「不維繫病人的生命之決定在道德上無異於故意決定結束他的生命。」22.所以他接受積極的安樂死，讓病人從不能醫治的痛苦中得到慈悲的釋放。他的主要論點是：讓一個絕症患者慢慢地死，醜惡而缺乏人性地死，和幫助他（她）免於這些痛苦而死。從道德上來說，前者比後者難以站得住脚。23.

在他所寫的Morals and Medicine（1960）一書中，Fletcher用了一章的篇幅介紹他的立場。他提出一般反對積極安樂死的十大論點，並一一加以反駁。
（1）反對者說：自願的安樂死是一種自殺的行為，所以是錯誤和不道德的。Fletcher回答：對基督徒來說，生命及生命的延長均非至善。無目的的延長生命不能算為美德。人可能為了一個很好的理由而冒險，甚至犧牲生命；也可以為了同樣的理由而得到生命。
（2）反對者說：安樂死的行為若非出於自願（就如昏睡不醒的病人不能表達自己的意志）那就是一種謀殺行為。Fletcher回答：謀殺行為必須具有惡意的動機。假若不根據動機就判定某種行為屬於謀殺，那麼父母為了兒女的教育費而預做儲蓄的行為，就跟守財奴或投機商人的囤積居奇行為不相上下了。
（3）反對者說：決定生命死活之權只操在上帝手中，任何人都沒有權利為自己或他人決定生命的結束。Fletcher回答：如果這種說法正確，那麼人類在醫學方面的成就都僭越了上帝的主權；因為醫學的發達使全人類的壽命延長，而干涉了上帝決定人類生死的權利。
（4）反對者說：聖經命令我們：「不可殺人。」Fletcher回答：聖經的命令是說：不可「謀殺」人。而且聖經還說：「憐憫人的人有福了。」
（5）反對者說：人因病受苦係上帝計劃（旨意）的一部分。Fletcher回答：那末，醫生在受職之初所做的宣誓，就是跟上帝的旨意互相作對了。因醫生的誓約中明言他的職責之一是要盡力解除病人的痛苦。
（6）反對者說：等一等，可能不久就有新藥發明，絕症可能不久就有得醫治的希望了。Fletcher回答：一般末期的癌症患者都已經進入「病入膏肓」而沒有治癒的希望。
（7）反對者說：採取安樂死的作法來結束病人的生命，此舉將威脅或削弱人類的道德觀念和素質。Fletcher回答：要決定讓一個病人結束生命，可能須要更多的道德勇氣，而不是隨便的決定。
（8）反對者說：病人可能會反悔自己的決定。Fletcher回答：制定一個嚴密的法律，讓病人有緩衝或等待的機會。
（9）反對者說：醫生的工作是醫治病人，不是殺死病人。Fletcher回答：使用止痛劑也會加速死亡的來臨。醫生的天職就是在減輕病人的痛苦。然而有些時候，死亡却是絕症患者的唯一解脫。
（10）反對者說：幾乎所有的醫生都反對使用積極的安樂死。Fletcher回答：事實上大部分的醫生都在暗中施行這種方式的安樂死。
Fletcher可說是一個成功的問題攪動者。他經常向傳統的觀念和原則提出挑戰，引起學術界的爭論。不管他的立場正確與否，他的論點確實讓他的反對者以更謹慎的說法，甚至以新的說法來爭論問題。這不可不謂他的貢獻。
肆、安樂死問題的正反論點
從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約略看出，有關安樂死問題的爭論主要是在於「積極的安樂死」（active euthanasia or euthanasia by commission）是否可以在道德上站得住脚。「消極或被動的安樂死」（passive euthanasia or euthanasia by omission）幾乎已經沒有道德上的爭論，而能被大多數的教會（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和倫理學者接受。然而，自從一九六Ｏ年代以來，無論在教會界或學術界中都有一股潮流在向傳統的原則挑戰。無意義或無目的延長沒有品質的生命，越來越受到普遍的質疑。生命的意義、死亡的品質、人格的尊嚴、病人的權利等都漸被强調，也被用來當做支持積極安樂死的根據。
在這一段中，我們擬逐一列出反對積極安樂死的一般論點，並提出贊成者的辯解。讀者必會發現本段內容與前一段有不少重疊。然而經過本段較有系統的整理，讀者或許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出爭論的重點。
（一）有關上帝和人的角色
（1）僭越上帝的主權（Playing God）：只有上帝才有權決定一個人的生死，人類沒有這種權利。所以施行積極的安樂死來結束病人的生命，就是侵犯上帝的主權。這種反對理論所暗示的是：上帝的旨意表現於人類生物的本性和自然生命的過程。假若上帝要讓人類可以在空中飛翔，祂就會把人類造成像鳥類一樣，可以展翅飛行。而當上帝意欲你死時，你的身體器官自然會凋謝，你自然會被疾病所侵襲。所以身體的病痛和崩潰乃是上帝旨意的媒介。人若採取主動的行為來加速死亡的來臨，就等於從上帝手中奪取上帝的決定主權，這是一種驕傲自大的罪。
然而，這種反對論調若是成立，則人類所有的科技和醫學方面的成就都要被否定。假若安樂死的行為僭越了上帝的主權，那末，醫學的成就讓人類減少病痛、延長壽命，是不是也侵犯了上帝的主權，違背了上帝要人受苦或早死的旨意？這種反對說法也跟基督教神學互相衝突：神學主張人類被造時具有上帝的形像；人可以跟上帝同工來管理世界，可以不被自然力量所控制和支配，反而可以參與上帝的全能來征服自然。醫學的進步和成就正是上帝賜予人類獨特力量的表現。所以安樂死的決定可以不必跟上帝的旨意衝突。
（2）違反十誡：摩西十誡的第五誡明言：「不可殺人。」但此處所說的「殺人」是指帶有惡意的謀殺，不能跟安樂死行為相提並論——後者的動機是「善」的。況且聖經中對許多戰爭中的殺人行為也採取「容許」的態度。
（3）生命的神聖性：任何人對待生命的態度都應該是敬畏、尊崇、維護。任何妨害生命的成長、破壞生命、甚至以生命做實驗對象的行為，都是對生命神聖性的褻瀆。這種對生命的尊重，可說是安樂死一直被爭論不休的最主要原因，也是世界各國的法律一直遲遲不能把安樂死合法化的理由。
然而，所謂生命的「神聖性」所指的是甚麼？空有肉體、軀殼，而缺少意義、價值和尊嚴的生命，能否算為神聖？當一個人的生命正遭受絕症的侵襲，使他無法跟正常人一樣過著有意義、價值和尊嚴的生活時，在這種情況之下，若拒絕讓他有選擇生和死的權利，是否等於侮辱他的人格，強迫他屈服於病痛的支配和控制之下，任由它來擺佈？這樣的作法是不是也是對他生命的一種褻瀆？為什麼只讓病痛來支配病人？為什麼病人沒有權利為自己的生命說話？所謂生命的神聖性不也包括尊重生命的自主權嗎？
（4）活難不僅是生命不可免的，也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給人的考驗：所以忍受苦難不只是美德，也是信心的表現，也是參與基督的受難。此外，將死的病人也可以幫助別人對死亡有更正確、更實際的認識。關於這一點，Elizabeth Kübler - Ross在她的On Death and Dying24.一書中闡明得很詳細。將死的人所說的話或所表達出來的感情，一般都具有一股特殊的力量，可以激勵親友。如我國諺語所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一般文學作品也往往把特殊人物的臨別（死）談話（真正的遺言也好，偽造的也好）保存下來，當作寶貴的教訓。這種臨終贈言往往最為親朋好友所尊重。假若一般將死的人都能善用這種機會，對社會多少總有助益。不只如此，絕症患者也可以跟醫學界合作，將病情供作探討病理之用。甚至可以把仍然建康的器官捐贈其他需要的人，造福他人。
總而言之，我們不可忽略將死的病人所忍受的痛苦，具有正面且積極的意義或價值。然而，我們也不可忽略另外一個事實：並非人人都有能力忍受長期苦難的煎熬，也不是人人都能把苦難當成具有積極價值的機會。很多時候，病人的苦難會給他自己或別人帶來難以忍受的負擔；病人的死變成一種很可怕的敵人。此時，結束生命所帶來的價值可能超過所有其他的價值。套用天主教倫理學者的術語：此時「相稱的理由」已經超越了苦難的正面價值。
苦難的意義和價值只能是外加的，而非本身固有的（extrinsic, not intrinsic）。基督徒之所以把耶穌在十字架上的苦難視為具有救贖的價值，並不是因為基督徒都熱愛十字架的酷刑，也不是因為十字架本身的價值；而只是因為這個十字架發生在耶穌身上。因為耶穌——上帝的兒子——十字架乃產生了特殊的意義。所以，苦難本身實際上並沒有什麼意義。此乃人類一直不斷盡一切力量想克服苦難的原因。基督徒也相信上帝要跟我們站在同一邊，幫助我們克服一切的苦難。只有當苦難無法克服時，它才有可能通過受苦者的超越和創造性的心靈變成具有意義的東西。
（二）醫學方面的問題
（5）醫生的天職是救人，所以不能輕言藉安樂死的方法來「殺人」：然而，這種醫生的誓約可以重新解釋。因為它具有文化和歷史的限制。我們的道德原則不必只要求醫生勉强維繫病人的生命，而忽略醫生也有幫助病人減輕痛苦的職責。
（6）醫生經常有誤診誤斷的可能：我們也經常可以聽見一些被醫生宣判無望，却又病癒的病人——這種神蹟式的案例究屬罕見。一般而言，醫生對大部分絕症的診斷的準確性是相當高的。少數案例的異常情況並不能全盤否定所有絕症的診斷，也不能以之做為廢止安樂死的依據。
（7）醫學的不斷進步，新藥的陸續發現，使得越來越多的絕症可以得到醫治的可能；也使得反對安樂死的論調更顯得振振有詞——很可能明後天就有新藥問市了，再忍耐一些時候吧！因為凡有生命的地方，就有盼望！生命的力量有時是令我們想像不到的，豈可輕言安樂死？
以這種理由來反對安樂死，似乎犯了「抽象」（abstraction）的毛病。因為這種說法僅根據難見的醫學奇蹟來向病人提出含糊的希望，不能十足令人信服。卽使有些絕症可能因新藥的發明而得醫治，但是太長的等待時間往往使病況惡化到無法醫治的境況，徒增病人的痛苦。
（8）假若安樂死合法化了，很可能使病人對醫生喪失信心：病人在心理上很可能感覺醫生不是要醫治他，反而想毒殺他。然而，這種問題可以藉嚴密的法律來防止。法律應該保護病人的權利。任何安樂死的決定都應以病人的意向為依歸。
（三）病人心理的矛盾情結
（9）死亡是人人害怕、人人都想規避的：卽使安樂死合法化了，要求施行的病人可能不會多——此種說法也不足以做為反對安樂死的依據，因為任何安樂死的施行都須根據病人本身的意願和選擇。而且此種說法的正確性也有待商榷。
（10）有些時候病人可能因為一時精神上或肉體上的痛苦，無法忍受而驟作安樂死的決定：也有病人可能對自己未成熟的決定而反悔——這種情況也可以藉立法來防止，讓病人有足夠的緩衝或等待時間。
（11）現代醫學的進步已可使大部分絕症病人在安詳無痛苦中死去，積極的安樂死應該是不必要的：我們不可否認，也不可拒絕醫學的這種成就。然而，當醫學的能力對某些病例無法提供這麼理想的幫助時，這個反對安樂死的根據就變得脆弱了。
（12）安樂死的合法化可能使病人和醫生都喪失跟絕症奮鬥的意志：太早放棄希望就失去了忍受或對付苦難（惡的一種）的美德。從教會的倫理教訓上來看，基督徒確應有忍受苦難的美德。這表示安樂死的採用必須是很謹慎的決定。在可以忍受的情況下，絕不可輕言安樂死。
（四）濫用的危險
（13）愛的濫用：積極的安樂死之合法化不只將使病人的權益失去保障，而且在倫理上也很有可能使「愛心」成為一種掩護或藉口來掩飾仍活著的人的私心——僅為了仍然健在的家人的「方便」而加速擺脫病人的纏累。這種濫用確實是一種必須考慮的危險，我們將在下一點一併討論。
（14）骨牌作用理論（The Domino Theory）：就如開創了一個先例（X），就無法防止其後同樣情況（Y、Z……）的再發生一樣，合法的安樂死必然引起生命價值的被貶抑，甚至引起集體大屠殺的後果。
持此理論的人引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納粹黨所實行的優生法為例來說明。最初納粹黨的安樂死政策只是針對一些患有嚴重或不治之症的病人；並未用來對付猶太人。後來，適用對象漸漸擴大至所有社會上的殘障者以及沒有生產能力的人。最後竟用此法來對付猶太人；因為他們是日耳曼民族的污點，必須消滅。希特勒稱上面那些人為「無用的蠶食者」。從這個歷史事實，可以看出：當我們容許一個小小的例外發生後，就有可能產生不可收拾的後果。因此之故，任何以直接行動來結束絕症患者之生命的作法，都是危險而不道德的，都應絕對禁止。
這個比喻是否恰當，有待商榷。按照這種推論法，我們在討論戰爭的問題時，都應站在絕對和平主義的立場。因為所有的戰爭都是殺人行為的延伸。而且歷史上所有軍事行為的殘酷事實，都可以做為絕對和平主義的根據。
換言之，X旣不等於Y，也不等於Z。每一種倫理情況都是各不相同的實體，應有不同的道德判斷或抉擇。倫理不能只從一套原則去推論邏輯。比較實用的倫理抉擇應從評估或判斷一些不同的經驗實體中獲得，如此作出的抉擇才有可能在道德上具有實在的意義，也才是恰當的（relevant）。有一句拉丁格言如此說：abusus non tollit usum（濫用不取消使用）。意思是說：某些原則被濫用的事實，並不表示那些原則不可使用。中國成語「因噎廢食」也告訴我們同樣的道理。我們可以說：假若一個原則是對的、好的，就應該加以利用；同時使用各種方法來防止該原則被濫用。若僅以找不出方法來防止濫用為根據，而主張那個好原則為不道德，則不只是因噎廢食，也是不合邏輯。
所以，骨牌作用理論頂多提醒我們安樂死可能產生的結果和影響而已，不能用來說明安樂死的不道德。好的倫理可以接受這個理論的警告，因為任何行為的結果也可以構成倫理的一部分。
（五）為他人決定的情況
（15）一般而言，「自願」的安樂死比較容易為人接受，而「非自願」的安樂死則不然：因為「非自願」的安樂死令人聯想到「謀殺」的行為。當一個沒有表達意志能力的小孩或昏睡不醒的病人（卽所謂的植物人），他的病情已嚴重到無法挽回的地步時，我們如何在無法確知病人的意願之情況下，替他決定安樂死的施行？什麼人願意負起責任為他人做決定？什麼人有權利可以替別人做決定？醫生？家人？朋友、法官？一般的意見都以為最具有直接親屬關係的家人是理所當然的決定者。但是，其所衍生的問題却極複雜：家人的決定可能出於財產繼承的不道德動機，也可能因為缺乏照顧的耐心。卽使沒有這些顧慮，大部分的家人也都可能為了做這種決定而在情感上終生愧疚不安。
此處我們所關心的只限於倫理方面的問題，而不是法律上的問題，因為二者所關心的可能不太一樣。而且只有在自願的安樂死被視為道德的前提下，才可能論及為他人決定的情況。當這二個前提確定了，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就容易多了。茲以二個案例來說明。
案例（一）「在某醫院的病房裡躺著一個患有腦水腫的四歲小男孩。因他的頭部腫大，重得他不可能自己把頭抬離枕頭，而且永遠不可能。他的四肢和軀體都骨瘦如柴。而他的頭部却經常疼痛，痛得他常用手捶打自己的頭。又因為他不會說話，更增加了照顧的麻煩。所以，護士們乾脆把他的雙手綁起來，以免他的頭部受傷害。」類似這種情況的病人，在每一種文化和社會中都不算罕見。而對這種病人的照顧不可不算是社會的負擔。
案例（二）「另一個比較悲哀的案例：病者名Corinne van de Put。當這個女嬰的母親懷她的第六週和第八週之間，因服用了某種安眠藥，以致當地出生時（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就沒有手，雙脚也發育不全。又因她缺乏肩部組織（只有軟骨），所以不可能為她安裝義肢。據醫生的診斷，她的存活希望只有十分之一，最多只能活上一、二年而已。出生第八天，如的母親在餵奶時把毒藥摻入牛奶毒殺了她。在接受審判時，Madame van de Put向法官說：『我不要我的女兒，絕對不要她！……我不要沒有手的孩子……』但是法官向她指出孩子的心智是正常的。她又答道：『心智健全反而更糟。因為當她長大後發現自己的可憐狀況時，她很可能不會原諒我，她一定怪我讓她活下來！』」25.

乍看之下，Madame van de Put的作法是殘忍又不道德的。但是，實際上她却獲得不少公開和暗地裡的同情。從傳統的道德原則來看，她的作法是絕對不許可的，因為她「直接」殺害了「無辜」的嬰兒。但若從「相稱的理由」來看，同情者却可以找出足夠的理由來為她脫罪。
另外還有許多常見的情況：許多在車禍或意外中的受害人，因腦部受傷，不醒人事，只能靠點滴注射、人工呼吸器和氧氣筒維持生命。這類病人有可能長期昏迷不醒，給家人或醫院帶來難以承受的負擔。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若能找到足夠「相稱的理由」來讓病人安樂死，我們能否在病人無法表達自己意志的情形下，替他作決定？不論答案如何，我們的決定都應以正確的動機為根據。亦卽決定的因素必須考慮到病人本身的權益，而非僅以家人或他人的方便和好處為主要的考慮因素。
伍、歸納和結論
有關安樂死的問題，在倫理上最大的爭論在於生命的問題：病人的死是否出於人為的殺害？任何直接殺害生命的行為都是倫理學者爭論不下的問題。嚴格說來，安樂死的最初意義應該是「愉快的死」（easy death），是屬於一種消極的安樂死，也是比較不受爭論的安樂死。但是積極的安樂死則著重於主動結束生命的行為（卽所謂mercy killing），所以仍是道德界和法律界爭論的癥結。
綜合安樂死的古代意義和現代意義，我們可以把安樂死的方式分類為下列四種：
（1）對絕症病人繼續施予必要的治療，並繼續補給營養，繼續全力照顧，讓病人的生命無限期地維持下去。任何危及生命的藥物都不可使用。讓病人自然死去。病人必須自己忍受肉體的痛苦；他的家人也必須負起照顧的道義責任。
（2）繼續供給食物或營養給病人，但終止一切醫療行為，頂多讓病人服用止痛藥來減除他的痛苦——不管該止痛藥會不會影響病人的死亡過程。其他照顧行為依舊。讓病人安詳沒有痛苦地離世。
（3）不僅終止醫治，而且也停止一切的營養補給（當然也讓病人服用止痛藥），讓病人儘快自然地死去。這種方式跟第（2）種方式的差異僅在於停止食物的補給。
（4）為了解除病人的痛苦以及他的痛苦所引發的其他問題，讓病人服用致命的藥劑，來縮短死亡的過程，並減少死亡過程中的痛苦。在此情況中，病人的死完全是人為的，而不是自然的。
從倫理方面來看，在這四種方式中，只有第（1）種沒有牽涉到危害生命的行為。但是這種方式不算安樂死，因為病人仍必須死於痛苦中。第（2）種方式雖然容許生命受到止痛劑的危害，但是這種危害只是間接、附帶的結果，而不是直接的殺害。換言之，在這種情況中，使病人死亡的是他的病，而不是我們的作為。這仍可算為自然的死，而非人為的死。所以這種安樂死的方式是現代多數倫理學者可以接受的，也是比較沒有爭論的；連天主教官方也接受。第（3）種方式因為切斷病人的飲食或營養補給，致使病人死亡的原因除了疾病以外，也因為我們沒有讓他攝食，以致失去抵抗力，這也可算是積極安樂死的一種。第（4）種方式則是很顯明的積極安樂死，致使病人死亡的原因完全是那致命的藥劑。因為這是一種故意和直接殺害生命的行為，所以儘管在倫理學界有接受這種方式的安樂死的趨勢，但所遇到的阻力仍然相當大。這些阻力我們已在第肆段中大略提及。
本文旨在介紹安樂死問題在倫理學界爭論的大概情形，而不是提出筆者的立場。然而，筆者相信，基督教倫理學者所能接受的安樂死方式不會永遠停留於第（2）種方式。第（3）、（4）種方式的安樂死必會隨著時代的潮流漸被合理化或合法化。因為基督教倫理已不再被視為一套不能改變的規則。
我們的原則應該是：絕對尊重生命，拒絕在缺少「相稱的理由」的情況下，故意結束生命——特別是在死亡尚未成熟，尚未具有意義以前。在死亡時機未成熟之前，我們應該找尋所有其他取代死亡的可能性。當我們找盡了一切可能，仍無法找到時，可能會發現：只有死亡最有意義。然而，我們仍必須以生命為最崇高、最可貴，非不得已絕不輕言放棄。換言之，在決定結束生命以前，所有其他的可能性都必須尋找；所有的努力都應該朝向生命的維繫。在無法確認死亡是病人的「朋友」之前，都應將它視為「敵人」。
只有在成熟的文化中，才有對「生命」的尊重，也才能有成熟的「死亡」觀念。在這種文化中，「死亡」才有可能被接受為一種「生命的自然伴侶」。
（本文作者現就讀於美國印弟安那州聖母大學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神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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